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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上：宗族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甚至国家观念都与西方不同，宗族和士绅处

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使得中国的“国家”与“个人”的紧张，与西方封建制度相当不同，因此，

各自进入现代之后的情况也相当不同；科举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升降的意义，也已经被很多人

所注意，它使得中国官僚制度和社会结构和西方形成差异：而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中国与四裔的

关系也相当重要，朝贡体制下的中国那种复杂的世界主义心态和民族主义意识，对外族那种既宽

容又自负的态度，也是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与文化形成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大问题。这些都在潘光旦

先生的关注视野中，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潘先生是从他所研究的“社会”反观历史，从而注意

到了形成现在这个社会的历史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读《文集》第十一卷的日记，看到晚年的潘先生仍在每天读《明史》、读《通鉴》，摘卡片，

记心得，真是有些感慨，社会学和历史学真的是那么不同的两个学科，真的像大学中的制度那样

有清楚的畛域，分属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去教育现在学生，不

要被后设的学科制度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呢? 

说到潘先生的遗传学、优生学理论。我想说一些题外话，在很长的时间，学术和政治总是分

不开，遗传学优生学在一段时间内，似乎与一些类似纳粹的政治问题连在一起，似乎它与人种优

劣、种族清洗、大屠杀之类的事情有关，这种“理论的政治嫌疑”，其实是没有分清学术与政治

的各自界限，很多理论本身并没有政治动机，它要成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依据，是需要经过一系

列的解释和运用的，理论不能替政治负责，这就好像制造菜刀的工厂不能为用菜刀杀人的罪犯负

责一样。 

潘光旦先生的身影曾经在一段时间淡出了中国学术界，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是由于遗传学

优生学的连累，而是整个社会学学科甚至是整个中国学术的大背景，不过现在要重新认识潘先生，

却还是要对遗传学、优生学有一番重新认识。最近若干年来，遗传学甚至是行为遗传学的理论又

开始被重新评价，比如当前美国就有这样的研究，人们在破解基因密码的同时，也在探索人的“行

为”、“心理”是否也可能遗传，这本身是一个事先不预设答案的科学研究课题，它与纳粹时期的

“种族论”、文革时期的“出身论”无关。潘先生的遗传学、优生学的意义其实也需要这样重新

评价，他在那个时代引进这样的理论，并且很用力的提倡这种遗传和优生，他是怎么想的，我觉

得这种理论的时代意义，似乎还没有被学术史充分认识。当然说起来，潘先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

“遗传决定论者”，他也很重视后天的外在的“遗传”既世代相传的教育和培养，我们怎样在这

个时代重新认识那个时代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焦虑和思索，恐怕还要仔细琢磨才是。 

（2001 年 6 月 17 日在北大匆匆发言，2001 年 6 月 23 日在清华追记成文，发言初稿发表于

《光明日报》2001 年 7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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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旦与我们这代人的问题*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潘光且文集》十四卷终于在世纪初年全部问世。潘先生的著作共六百

余言，广泛涉及了优生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领域，内容令人目不暇接。在其

逐步出版的过程中，我偶得机会翻阅潘著，但碍于专业和时间的限制，向来没有真正有机会来全

面把握潘先生的思想。潘先生生于 1899 年，到两年前已届百年诞辰，其平生遭遇之历史事件、

针对历史事件提出的看法，值得有人来做一番仔细研究，我们要记录这些东西，要煞费一番苦心，

而他与我们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年龄距离，以至于我们这代人若要做一番历史的联想，难度必然

很大。 

潘先生于 1967 年去世，我那时才五周岁，我晚至 1994 年才从伦敦结业来到北京工作，那时

己根本没能当面求教，而只能间接地从他的女儿潘乃谷教授那里获得一点对他的生涯的印象。学

术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足以令人感叹。若用“代沟”来形容我们之间的距离，则肯定不很妥帖，

因为，不能说我们因与潘先生有“辈份”的距离，便在性格和文化接受方面，与之不好沟通。但

是，不这么形容，我们又有什么词汇?在我们这个时代，文章写得像潘先生那么“现代”、那么“意

味深长”的学者，并不像人们一般期待的那么多。这给我一个感觉：我们中国学术的前辈与我们

之间的“代沟”，很难被我们这些后世来跨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距离不仅没

有缩短，还有拉宽的可能。潘先生的作品，因而不断重新引起人们的“回味”，《文集》的出版，

无非是其中的表现之一。而我也记得，曾有一位评论者说，潘先生属于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楷模，

他的这一代所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缺乏历史底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连继承都很困难的，更

不用说“发展”了。换言之，以知识的标准为标准，我们的时代发展，恐怕很难用“进化”种观

点来衡量。于是，这位评论者后来还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我这代学者说，出于复杂的原因，吾等不

幸丧失自主的知识分子身份。。作为后果，我们的学问、学风以至文风，已经无法与潘先生本人

和他的同代人相比拟。我们不仅失去了那个时代的学者拥有的“国学”，而且也对“西学”失去

了他们原本已有的把握。倘若我们可以用“代沟”这个词汇，那么，它只好指停留于一知半解的

状态之中的“我们”与潘先生“他们”之间的知识差距了。 

然而，令我们充满希望的是，潘先生曾提出一种、“人文史观”，它的意思，潘先生说得很明

白：文化的发轫，要靠知识分子的思考，而文化要继续维持或代有积累，也要靠知识分子的努力

（卷 2，页 328）。潘先生深知，这样的“人文史观”会遭人“唾骂”，因为它充满着某种“知识

分子中心论”，因为它缺乏对当时（原著发表于 1937 年）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关注。但是，

潘先生行文中表现出他自己的坚持。大家知道，潘先生的“人文史观”综合了生物学、人类学、

历史学、社会学、的诸多因素，其中虽则含有“遗传论”因素，但又针对各种哲学决定论和本土

思想传统进行广泛辩论。它的总体论点，恐怕不是我这里所能全面铺陈的。不过，若我的粗浅理

解没有大的出入，则潘先生这样的坚持，不是因为一味要鼓吹一种后来被批判为“非人民历史观”

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在当时的国难之中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的智慧，而知识

                                                        
* 本文是 2001 年 6 月 17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潘光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发言

稿，会后经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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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应看到这种需要，并真诚地接受历史的嘱托，为文化积累做出应有的努力。 

后世的评论，自然而然地承担着潘先生的历史沉重感，而我之所以欣赏上面引述的那位评论

者的话，是因为这种自信的知识分子观，确能让我们充满信心来迎接时间的挑战，是因为以“人

文史观”来反省自身，能让我个人更明白自己的缺憾何在。可是，又能怎样来弥平我这代人与潘

先生那代现代中国学术奠基人之间的“代沟”呢？如果“遗传”不是问题，那么，重新拣起已经

失去的精神，必定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声。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的精神召唤，而需

要像费孝通教授曾经提议的那样，通过扎实的“补课”来提炼出一种“文化自觉”（费孝通，1999a）。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展开一种历史的追问：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能从我们的前人那里

学到什么样的洞见? 

我个人对于潘先生的思想，只是略知一二，作为社会人类学研究者，在翻阅他的论著时，我

的眼光只局限在他对家族和民族这两方面的论述上。在潘先生作品中，有一篇短文是让我难忘，

我想在此提出一点体会、表达一点相关的想法。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

主义”，原文刊载在《文汇报》1951 年 12 月 27、28 日，后来收入潘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中，

现又列入《潘光旦文集》第十卷的文论部分。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潘先生的传记问世，我们没

有一个详细的文本来恢复他当时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感受、历史背景和出发点，只能在潘先生文章

的最后一部分，看到写作针对的问题意识。 

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两年之后。那时，为了在中国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诸多的法律条文得以拟订和实施。与此同时，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占据关键地位的“民族工作”也

已展开。潘先生在文章中提到了全国政协针对民族政策拟订的民族平等政策与相关措施，他的文

章，显然是配合这方面的实务而写的。不过，我在阅读中发现，在乐观地看到新中国出现的民族

统一战线面貌的同时，潘先生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创造一个民族平等的新国家，我们不仅需要拟

订新的法律规章，而且还面临着一个难度较大的使命，即，从检讨我们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民

族主义”中，克服民族研究、民族政策实施及民族之间交往可能重现的历史问题。 

“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行文之间，包含着潘先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

论述的基本认识，但文章的核心部分却不简单是“立场”的表态。文章从原始社会到近代社会，

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及其形成的制度原因，尤其在封建帝国时代的“天下观”中解释

了大民族主义的制度与文化根源。潘先生认为，我们的历史上虽有过狭隘的民族主义——即，那

种偏狭我们平常所见的“夜郎自大式”的民族自我意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通病、我们的

痼疾，是夸大的民族观，是大民族主义”（卷 10，页 483）。大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表现，主

要在于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及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观”。这种观念的核心内容，

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即自以为自己是“居天下之中”的那种民族中心主义观点。 

在潘先生看来，大民族主义的文化观念，在封建时代延续存在，致使近代中国在面临外来侵

略之时，文化心态上出现了难以自拔的失落情绪，甚至到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还继续影响

着人们对于人文关系的认识。是什么因素维系着这种具有文化延续性的大民族主义世界观呢?潘

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封建帝国时代的大民族主义，首先是“以地理来照临，来统摄”；第二使以

宗族情感来维系：第三是以文明礼教来招徕：第四是以武备来“平天下”（卷 10，页 484）。也就

是说，我们古代“居天下之中”的观念，使得我们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时候，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

态度。这种态度的具体表现，在于将境内以至“天下”之民对待成一个父系的大家族，以父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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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来界定我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家庭之间通婚的模式为办法，来“怀柔远人”，更重要

的是，以“教化”等手段来确立一个“朝贡体系”，将“天下”纳入一个“用夏变夷”的体系，

形容其他民族对于我们的“大民族”的友好态度为“朝拜”和“纳贡”的表现。更有甚者，元、

明、清三代，甚至创建严密的军事和防卫制度，来“平定”整个“天下”。 

潘先生自己说，对于大民族主义的历史检讨，可能会让 1951 年的中国人读起来像“杞人忧

天”。但是，这篇文章却同时隐含着对于新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民族学者和历史学者——的

某种必要的期待。他说： 

……大民族主义既然是封建主义的一个产物，像其它封建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东西一样，从根

铲除，使不再有丝毫再度滋长的机会，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在土地关系上，我们正努力防

止地主阶级与地主思想的‘复辟’；在男女关系上，我们正大力的宣传《婚姻法》，普遍揭发与惩

治违反《婚姻法》的种种罪行。然则对于跨大的民族思想的最后克服，我们岂不是一样的要多下

一些检讨与宣传的工夫（卷 l0，页 493）？ 

20 世纪 50 年代诸多新创制度——如土地关系的重新确立和《婚姻法》的实施——显然与“民

族问题”的出现是同一个体系的不同方面。建立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并借此来改造中国人的文化，

来适应一个于 19 世纪丧失了的“朝贡礼仪世界”的时代，这是从那个时代中国人面临的选择。

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有了可能来说明，由于历史的原因，潘先生的文章里，并没有解释新创民

族国家中土地、婚姻与民族之间种种饶有兴味的隐晦关系，而人类学界同仁也能看到，新中国的

土地政策和《婚姻法》在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同样地值得我们今天来进行一番历史的检

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民族主义”恐怕已经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们今

日面对的是“偏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卑感的双重压力。不过，必须指出，潘先生在文章中对

我们今天可能开拓的历史视野，提供了一种值得延伸的历史洞见。这篇文章至少令我感受到：倘

若缺乏对于古代中国“家国天下”体系的认识，我们就无法贴切地理解近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历

史承担与意义。 

对于“人文史观”的论述中，潘先生曾经谈及“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他说，“人

文论者以为人治法治缺一不可，人与法的关系，彼此处的是一种互感共发的关系，这是中立的说

法。但……有人斯有文，法是文的一部分，就等于说‘有人斯有法’，所以虽重法，而始终以人

为归”（卷 2，页 339）。接着阅读潘先生的前后文，我们当能看到，这里所讨论的“人文史观”，

其实与潘先生的优生学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优生学的是与非，是目前世界社会生物学与民族主

义者之间争端的核心问题。长期主张社会生物学和文化进化论原则的潘先生，一如其所宣明的，

是一种“偏袒的说法”（卷 2，页 339），是综合了遗传（生物遗传）、文化（文化遗业）和社会（平

生遭际）三种因素造就的综合（卷 2，页 336），其偏向与社会生物学与文化进化论无二致。然而，

潘先生的核心论点，不简单是优生学理论的推衍，而是他所主张的“法治”与“人治”并重的“人

文史观”。这里的“法治”指的是通过国家建立强大的规则来实现秩序，而“人治”指的，则并

非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古代暴君专制”，而是指一个民族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和

现实的双重关怀。 

所有的思想，大抵都难免要宣称自己的普遍意义，但思想却从来没有离不开孕育思想的特定

文化背景。潘光旦先生最明确地宣明“位育”的意义的思想家，而“位育”虽然来自西方文化进

化论的“adaptation”（适应）一词，它在潘先生那里却成为一个能够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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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广泛的概念。于是，我们可以认为，“‘位育’是潘光旦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

念，它展现了潘先生平生治学的特色：一头扎根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一头吸收现代生物学的精

华，二者之间相互阐释，相互发明”（潘乃谷，1999：42）。称潘先生为老师的费孝通先生认为，

潘先生平生治学和为人充分表达了他对人的基本看法，这里的“为人”仍然是与“己”的概念有

关，但“己”不是“me”，也不是“I”，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自我”（self）观念和社会行

为方式（费孝通，1999b：viii—ix）。从近代社会思想演变的规律来看，这“推己及人”的“位育”

观点，不免带着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个人观念”的特定印记，带着现代性所赋予的“个人解放”

的某种追求，但它的核心内容包含着一种以普遍的人类进化来论述民族命运的历史关怀，这种关

怀的基本特征是知识的反思性与现实的人类行为之间的高度统一。 

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潘先生针对人文史观所做的论述，简单地归纳为中国文人或知识分

子对于特定时代政治需要的“适应”。它的“推己及人”之处，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洞察中，人

类的普遍性遭际与文化的特殊性遭际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从潘先生那篇具有难以超越的历史深

度及社会科学分析力量的文章当中，感受到一位自主的思考者对于“计划的变迁社会”中的政治

现实的“人文反应”，这种反应、这种“人文史观”，绝非是一种一时的“对策”，而是对于历史

的延续和变迁过程中人文思想的力量的呈现。用一句更为简单的话来说，潘先生这里要表达的是，

人文思想的力量，是沉浸与社会变迁的筹划和实践的政治实践者务必关注的，而知识分子的使命，

正在于在宏大的思想中培育这种具有独特文化意义和世界视野的人文思想。 

近些年来，我试图论证一个历史的印象，即，我们中国有史以来的社会思想——尤其是“天

下思想”——大体已经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化。从上古的那一大批充满礼仪色彩的文献来看，我

们的“经典文化”早在先秦就奠定了一种等级主义和格局分明的“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可

能首先发生于从宫廷推及民间的“文明化”过程中，而到唐、宋、元的“朝贡时代”，已经推向

整个世界，经由各种“番志”和“礼仪志”的双重传递，表达了一种“多元一体”的朝贡世界观。

明清两代历史变化纷繁，但脱离不了一种相对内缩的“本土主义世界观”，这种以“华夷之别”

为边界的观念，在 19 世纪遭到了海外势力的冲击之后，逐步与西来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相结合，

于 19 世纪末造就了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 

潘先生这代人，是亲身经历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历史见证人。在他们之前，现代

中国思想的先驱们面对从“天下独尊”向“万国之一”的转变，发出了形形色色的悲壮感慨。在

潘先生以前，从魏源的地理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再到章太炎、孙中山的政论，无不体

现了中国思想者的“位育”：而到了潘先生这一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前辈，更为冷静而具有自主

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洞见。费孝通先生说，潘先生为人以“推己及人”为本，秉承“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这一点不仅简明地说明潘先生为人的特点，也能充分表达他关于“天下

观”的思想。“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一文，也是在探讨“己”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这里的关系延伸到文化上的“自我”（self）与“他者”（other）。新中国成立之初，仍然存在着

如何在“中华帝国”的废墟上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潘先生在这一历史转变的过程中，

深知中国文化的“己”所“不欲”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但由此“推己及人”，他又深知，

既然我们不愿看到遭受他民族的支配，也就需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弱势民族，也就是中国

内部的其他文化类型——即我们内部的少数民族“他者”。于是，“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

一文，要提醒我们的还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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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这样一个的例子，不是想把潘先生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化约为某种庸俗化的学科意

识。相反，如果我的叙述基本上反映潘先生思想的某一侧面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旧著重读的例

子，为我们进一步表达了另外一种体会。最近，在一次私下的聊天中，有新一代哲学家发出发展

“中国思想”的号召，“鼓吹”我们的学术需要自主地寻找我们文化的根。对于“中国思想”的

定义，我的理解不是十分明晰。但是，对我而言，潘光旦先生的那种综合、那种“人文史观”的

表述，离我感觉中的“中国思想”最近。与我们这代人有“代沟”的潘光旦，他的思想提出得很

早，我们这代人对他的年代和世界，可能也很难再加经历，但他的洞见远非过时，因为从潘先生

那代人到我们这代人，“中国思想者”没有停止地需要面对一个“人文史观”的问题：人文世界

的合理格局，如何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中得以确立与传承?在 1951 年那个特定的年代，潘

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着特定的限定。面对一个努力在历史上不平等的“天下”之中，如何

真正实现民族及文化间平等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是潘先生当时提出来希望具有“位育优势”

的知识分子加以深入讨论和“检讨”的论题。五十年过去了，这个论题似乎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

关注。今天，有更多的学者跟随着时代的变化来界定我们的“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的任务。

于是，在“全球化”的声涛中，在“西部开发”的号召中，我们再次进入了值得我们像潘先生那

样去进行“历史检讨”的时代。而我能看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应轻易地认为，潘先生指出

的那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己不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也仍然不应轻易地认为，它对我们的人文学和

社会科学研究再没有制约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我们从事的人类学研究中，有多少人能像潘先

生那样来“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在一个具有深刻历史反思的基础上确立我们的论点、

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少数民族”?另外，在近期的“跨文化对话”的讨论中，有多少

中国学者能像潘先生那样，基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和人文身份，来展望这个世界，真正从文化之间

的“互惠”关系中理解我们的文明史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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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习知识与技能，但更需要学习如何做人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 

 

《潘光旦文集》十四卷的出版，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潘先生过世已经 34 年了，中国

社会在这 34 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他当年写下的文字，我们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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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启发。在这些写于几十年以前的文字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精辟的学术观点，也感受到潘先

生做学问的严谨学风和他做人处世的态度与风范。 

上个周末，北京大学召开了教学工作会议，讨论北大今后本科教学体制的改革，强调要实行

从专业教育向基础教育的转变，提出要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些改革方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大家

讨论本科招生与学生管理的具体办法，讨论改革选课制度，这一改革对于北大未来的发展无疑是

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也注意到，大家在讨论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还是大学应当如何把知识

与技能传授给学生。 

我近日读潘先生《文集》第八卷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教育制度的修正》。1934 年当时的

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有一个修正教育制度的提案，提出学校要采取双轨制来同时培养做学问和做

职业这两种社会上都需要的人才。潘先生认为只有这一提议“还嫌不够”，指出这两部分人才在

做事的同时，“也都要做人”，而“究应如何做法，目前的教育制度却还没有理会”。他特别强调

“要知只有在‘做好人’的共同目标之下，做学问的人与做职业的人之间才彼此可以不相倾轧，

可以和衷共济。以前的旧教育对于这一点倒是承认了的，无论忠孝节义一类的道德理想，在今日

看去，是怎样的不合时宜，但在往日，凡是能忠、能孝……的人，不论其所业为士、为农、为工、

为商，其为无忝于做人之道，其为同样可以受到当时与后世的景仰则一，否则，无论一个人有多

大学问，也还要受人唾弃。……孔子的全部教育学说是两个字——做人，做学问、做职业，都是

余事。以做人的原则来绳蒋氏等的教育提议，就觉得它很不够了”（2001：602）。 

上面这段文字读后，感触颇深。我们在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学问做得不错、甚至是

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但是恰恰不懂得如何做人，不懂得对周围的人给予起码的尊重。“文化大

革命”是把要“做好人”的那些传统上的道德伦理（所谓“中庸之道”、“己所不欲，无施于人”）

都批判得干干净净的，在所谓“革命”的名义下，鼓励人们相互批判，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且在这种斗争（潘先生称之为“倾轧”）中反而把别人的宽容看成是

弱点而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无论表面上讲得多么冠冕堂皇，骨子里追求的

却是权力和利益。如果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人不断地多起来，那么不管科学技术发展到多么高的

水平，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糟糕的社会。在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时，重温潘先生在

67 年前写下的这些话，我觉得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而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并不是开出来几

门政治课就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学校里目前的政治课，讲的主要也还是政治观点和“意

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并不重视做人的基础道德。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社会在急剧变

化之中，我们尤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教育中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潘先生的十四卷文集，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学术遗产的一部分，任何

一个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都不能割断其自身的历史。我们这些解放后出生的一代，需要从老一辈学

者那里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不但要学习他们的知识，更需要学习他们如何做人，学习他们为人

处世的道德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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